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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優勢、威權政治與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研究

⊙ 王文龍

 

一 當前國內對比較優勢與威權政治的爭論

自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對於改革開放戰略得失的爭論就逐漸升溫，並突破「精

英」的學術性討論，形成廣泛的社會參與，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林毅夫與楊小凱之爭，郎顧之

爭，新蘇州模式之爭，市場換技術戰略之爭，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於兩個問題，一是動態的

比較優勢的形成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二是甚麼樣的制度更有助於建立動態的比較優勢，實

現經濟趕超？

對於前一個問題的討論有其廣泛的現實背景，作為一個大國，中國過度的對外貿易依存和過

度的對外開放已造成了很多問題。一是嚴重影響到國家的經濟安全，使中國容易受到國外經

濟波動的影響，成為進口大國轉嫁危機的替罪羊。二是導致民族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低下，

產業升級困難，不利於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使各種問題進一步惡化。三是導致貧困

化增長，由於產業的趨同，進入門檻低，第三世界國家紛紛進入低端市場，加之低檔商品的

需求彈性較低，這就導致嚴重的供求失衡，貿易條件的惡化，陷入貧困化增長。四是過度的

開放，對外資的過度優惠與依賴，將形成依附性增長，中國消耗掉大量的資源，勞動力，嚴

重破壞生態環境後，大部分利潤卻被外資企業或跨國集團所攝取，中國所得甚少，這在蘇州

模式，東莞模式中都有體現，如果不改變這種發展模式，中國將陷入經濟上的依附地位，大

國崛起就是一個夢想。五是貧困化增長進一步惡化了國內分配問題，使普通勞動者處於更不

利地位，擴大了國內貧富差距，激化了社會矛盾，可能導致現代化的夭折。

針對當前中國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和貧困化增長趨勢，國內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些學

者和專家從發展經濟學的觀點出發，認為應該採取有效保護措施來改變中國對出口過度的依

賴，通過產業政策提高中國民族企業的技術開發能力，促進產業技術升級，優化中國出口產

品的貿易條件，創造動態的比較優勢，實現韓國式的趕超發展。另一些學者則從新自由主義

的觀點出發，對這種違背靜態比較優勢，反對自由貿易的趕超論十分反感，認為趕超戰略使

資源配置不合理、低效，導致經濟發展緩慢，並伴隨大量尋租腐敗，形成特殊利益集團，損

害消費者利益，最終形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南美諸國的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就是明

鑒。它們認為，中國貿易條件的惡化是暫時的，隨著中國資本、技術的積累，要素稟賦的改

變，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會自動完成，貿易條件會自動改善。因此，當前最重要的問題不是

實行產業干預政策，而是要進一步深化開放，利用比較優勢，進一步的參與全球分工。兩種

觀點都認為中國產業結構升級是必要的，分歧主要是怎樣來實現這種升級，是通過政府干

預、產業保護來主動的改變產業結構，還是應該通過比較優勢、自由貿易自動地實現產業升

級？



對於後一個問題的討論，則主要集中在對當前威權政府的評價上。隨著經濟的發展，民智的

開發，國外思潮的湧入，權威政府的合理性已受到普遍質疑，政治民主化已成為大勢所趨，

並且周邊的韓國、新加坡、泰國正在實行政治民主化轉型，中國香港地區已經建立了穩定的

民主法制社會，認為儒家文化和民主化不相容的謬論已經被破除，另外，世界上那些富裕發

達的國家也無一不是民主法制國家。再反觀國內，由於權利的過分集中，人治的長期存在，

導致尋租、權利壟斷和金權勾結的普遍化，腐敗問題日益嚴重，國內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

已嚴重影響到社會穩定，權威政府的合理性不斷地受到質疑，要求加快政治民主化的呼聲在

不斷高漲。然而奇怪的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在極力鼓吹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的同時，卻並

不認為政治民主有其必要性，反而極力強調中國問題的特殊性！認為中國要實現趕超戰略，

就必須走漸進化改革之路，威權政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還有其合法性，並不斷的強調東亞模

式的特殊性，認為威權政治是東亞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國要實現趕超戰略，

也必須在一定時期內實行威權政治。它們還不斷的就中國的漸進式改革與俄羅斯休克療法、

中國的權威市場制與印度的民主市場制經濟績效進行對比，強調在經濟比較落後階段，集權

政治有其必要性，腐敗損失相對於集權收益來說是次要的，貧富差距擴大與腐敗無關。

那麼，比較優勢真的會自動促進中國產業升級，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嗎？威權政治是實現趕超

式發展的必要條件嗎？

二 動態的比較優勢必須通過政府積極干預才能形成

比較優勢理論是自由貿易理論的基礎，也是各種發展戰略的理論基礎，比較優勢理論有兩

種，一種是靜態的比較優勢論，無論是絕對優勢論、比較優勢論，還是要素稟賦論，都是靜

態的比較優勢理論。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認為，只要兩國在商品生產中生產率存在著

相對差異，各國就可以通過生產各自有比較優勢生產率的產品，進行國際貿易，在貿易中，

各國都可以獲得福利的增加，因此，依照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進行

國際貿易，是一種理性的選擇。要素稟賦論則進一步從各國不同的要素稟賦入手，認為各國

應該充分利用自己擁有的優勢資源來生產商品，通過國際貿易，各種要素的價格將最終實現

均等，這就暗示落後國家應該依照自己國家的資源稟賦進行國際分工，通過國際貿易，最終

實現與先發國家均等的要素報酬，拉平與先發國家的收入差距。雷布辛斯基定律則進一步認

為通過國際貿易，落後國家可以不斷積累資本，從而改變自己的資源稟賦狀況，自動地實現

產業結構升級。無論是比較優勢論，要素稟賦論、還是雷布辛斯基定律，都認為自由貿易是

一種雙贏現象，自由貿易是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另外一種是動態的比較優勢論，該理論認為比較優勢是可以創造的，如果不主動創造比較優

勢，就會一直處於後發劣勢狀態，受到馬太效應支配，在財富分配中永遠處於不利地位。首

先提出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是德國歷史學派的創始人弗裏德里希‧李斯特，它在《政治經濟

學的國民經濟體系》中對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嚴厲批評，它認為，由於各國

分工不同，那些處於產業鏈高端的發達國家就可以壟斷市場，使處於產業鏈低端的國家處於

交換的不利地位，因此，落後國家必須實現工業化，打破發達國家對高端產業的壟斷，才能

獲得公平的貿易地位，合理地分配貿易利益。而要實現工業化，就必須改變資源的配置，市

場經濟只注重短期的配置利益，固化已有的不合理國際分工，自由貿易會扼殺幼稚的民族產

業，固化落後的產業結構。因此，李斯特強調了幼稚產業保護的重要性，有限貿易保護的必

要性，認為要實現產業結構升級，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國家制度創新和合理干預十分必要。

李斯特的理論後來受到後發國家發展經濟學家的普遍重視，並被普雷維什的貿易條件惡化論



和巴格瓦蒂的貧困化增長進一步完善，成為二戰後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戰略的理論基礎。另

外一個動態的比較優勢理論應該是弗農的產品週期理論，該理論認為，產品在不同生產階段

處於不同的資源聚集狀況，需要不同的生產模式，要求在不同的國家生產。

因此，當前看一個國家商品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再是看一個國家生產甚麼，而是應該看

該產品所處的生命週期，也就是說，不在於生產甚麼，而在於用甚麼技術來生產！現在一些

國家接受一些發達國家轉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就以為改變了自己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哪

只能是一種幻想，只有擁有自主的技術開發能力，落後國家才能改變自己在世界分工中的地

位，改變自己的貿易條件。新貿易理論則更強調國家對戰略性產業保護的必要性，該貿易理

論認為，現代知識密集、資本密集型企業規模龐大，投資巨大，資本回收週期長，如果讓市

場來進行資源配置的話，私人企業一般不會進行投資，但一旦這些企業形成生產力，就會產

生規模經濟，邊際收益遞增，產生很強的國際競爭力，有的還會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再如果

市場非常有限，該企業還可能會獲得壟斷地位，取得壟斷利潤。因此，新貿易理論鼓勵政府

積極地扶植一些規模經濟和正外部性明顯的戰略性產業，以獲得先佔優勢和競爭優勢。

一般來說，靜態的比較優勢理論都主張自由貿易，市場調節，反對保護貿易和國家干預，要

求維持國際分工現狀，讓市場自動調節產業結構，認為自由貿易可以逐漸縮小國家之間的發

展差距。動態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產業升級不會自動發生，自由貿易的結果是馬太效應，

因此，要改變自己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就必須實行有限貿易保護，促進產業升級；它們認

為市場調節只關注短期利益，為了國家長期利益的實現，適度的國家干預十分必要，只有通

過積極的國家干預才能夠擺脫馬太效應，創造動態的比較優勢。

從歷史發展實踐來看，那些僅遵循靜態的比較優勢參入國際分工，實行自由貿易的後發國家

一般來說都（石油等少數戰略資源擁有國除外）長期面臨著貿易條件惡化和貧困化增長的厄

運，它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在不斷擴大。在自由貿易中，它們

的產業結構不但沒有改善，反而由於對出口產業的過度投資，形成大量沉澱資本，處於一種

資源鎖定狀態，因此，在供及上就缺乏彈性，導致貿易價格的劇烈波動，使經濟的依附性發

展加深，這在那些拉丁美洲的香蕉共和國和非洲一些可可生產國十分明顯。而那些後發成功

的國家一般會推行長期的產業政策，積極的進行政府干預，實行有限的貿易保護，積極的進

行產業結構調整，不斷提高自己的技術水準，努力改變自己的要素稟賦，改善貿易條件，最

終實現趕超。無論是二戰前的德國、日本，還是二戰後崛起的韓國、新加坡莫不如此。在東

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國內外主流經濟學家紛紛從新自由主義角度對韓國和中國台灣進行了

比較，認為韓國政府的過度干預，大量投資於自己並沒有比較優勢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

導致資源配置低效，產業競爭力降低，使其經濟績效低於中國台灣，導致外債大增，國家破

產。台灣政府則在提供基本的基礎設施之後，讓企業自己根據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

型電子加工工業，促進了經濟的良性發展，抵禦了東南亞金融危機。

因此，主流經濟學家進一步得出結論，主動地干預產業，企圖創造新比較優勢的做法是要不

得的，它只能適得其反，破壞資源配置效率，並就三星與台積電進行對比，對台積電充分利

用比較優勢讚賞有加。然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過去十年後我們再回首，得出的結論可能恰

恰相反，韓國的工業潛力遠遠高於中國台灣！台積電、明基、華碩等等，永遠只能充當二流

腳色，只有三星才可以挑戰索尼的領頭地位，而且，韓國的汽車，核能發電，造船，鋼鐵都

擠身世界前列，在中國台灣，電子組裝業由於技術含量低，大批國家的加入，貿易條件不斷

惡化，產業的過度單一化蘊藏著巨大的風險，使台灣經濟不斷惡化，在四小龍中墊底。因

此，只有那些積極主動地創造新比較優勢，捨棄短期的比較利益，贏得長期比較利益的國



家，才能不斷改善貿易條件，實現趕超目標。

當然，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的拉美諸國政府也進行了積極的干預，希望改變自己的貿易條件，

但卻造成了發展的危機，對此我認為並非干預之錯，而是政府失靈和干預不當之錯。雖然，

後發國家積極干預產業發展的並不一定都成功，但是，那些沒有積極干預的後發國家則幾乎

沒有成功的。就是發達國家，美國政府也正在構築資訊高速公路，韓國政府正在推進金橋計

畫，歐洲正在合力推動伽利略計畫，期望佔領戰略制高點，贏得未來競爭優勢！

三 威權政治已不再是後發戰略成功的必要條件

對於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我們一般是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得出發展規律的，通過對有代

表性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我們現在一般認為有兩種成功的現代化發展模式，一種是

先發國家的漸進式現代化模式，一種是後發成功國家的趕超式現代化模式，每一種模式都有

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需要具備一定的歷史條件。先發國家的工業化是一個漫長而漸進的過

程，產業結構的升級是自發的，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基本同步，由於在發展中有

先發優勢，處於國際貿易的有利地位，所以一般主張自由貿易，產業發展和資源配置主要依

靠市場調節，一般遵循先農業發展，再到輕工業發展，後到重化工業發展，資訊產業發展這

樣一個自然的過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這些國家上層建築也發生相應的變革，民主與法制

逐漸完善，在工業化過程中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一般較小，這種發展模式可以稱為漸進的平衡

發展模式，遵循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社會控制主要通過民主與法制來規範。這種

模式的一個基本缺點是市場失靈比較嚴重，經濟危機不斷爆發，但經過凱恩斯革命以後，政

府的宏觀調控使市場失靈問題得到一定程度控制，雖然市場與政府的關係處理的還不是很理

想，但就當前世界來說，這已經是最完美的制度組合，它最大限度的避免了政府和市場失

靈。但是，西方漸進式的平衡發展對後發國家來說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因為，發展的條件

相差太大，發展時間太長，落後國家難以施行，因此，後發國家一般把目光投向與其國情相

似的後發成功國家，進行戰略模仿。

後發成功國家一般採取趕超式發展戰略，通過權威政府的各種干預政策，積極引導資源投向

政府預定的發展產業，以糾正市場失靈；通過有限的貿易保護，促使幼稚產業的發展與壯

大，並通過不斷的產業升級，改變自己的不利貿易地位，取得趕超式的發展。在經濟發展到

一定水準，產業具備競爭力以後，再逐漸擴大該產業的開放度，進入下一輪的產業干預與升

級。同時，根據經濟的不斷發展，對政治體制進行不斷的變革，擴大民主，完善法制，最終

實現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現代化。無論是二戰前趕超成功的德國、日本，還是二戰後崛起的韓

國，都是實行這種權威政府推動下的不平衡發展戰略，通過威權政府來糾正市場的短期行

為，實現產業結構的不斷動態優化，最終完成現代化。雖然，權威政府的路徑依賴也留下了

不少政治轉型的後遺症，使這些國家後來的發展走了不少彎路，但從總體來看，它們的趕超

戰略還是比較成功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個強有力的權威政府在趕超戰略中十分重要，

它有效的糾正了市場失靈，彌補了市場不完善的缺陷。然而，對這個權威政府也有嚴格的要

求，它首先自己不能失靈，否則，一個失靈的政府來糾正一個失靈的市場，導致雙重失靈，

只會使問題更糟。按照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政府作為經濟人組成的機構，也有自己的利

益，因此，必須通過一定的措施來防止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儘量減少政府官員的尋租和腐

敗。

一般來說，約束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有兩種方法，一是西方式的民主法制制度約束，這種約



束是硬約束。另一種是文化與傳統約束，這是一種軟約束，雖然不穩定，但效果很好。對於

後發成功的這些國家來說，威權政治決定了其民主法制制度不健全，文化與傳統信念所組成

的社會資本起了很大約束作用。這些文化與信念不僅約束了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阻止了官

員的尋租，而且激發了國民的獻身精神。一般認為，防止德國、日本、韓國政府在趕超過程

中政府失靈是其悠久的民族歷史、強烈的民族主義、濃厚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較小的國內

階層分化、精英政治的歷史合法性與合理性。這些因素保證了這些國家較高的國民凝聚力，

約束了政府的尋租行為，使政府的動員能力達到最高，有效地減少了市場失靈的惡果。當

然，後發成功國家之所以能夠發展成功，除了其獨特的社會資本外，其相對有利的趕超條件

和國際環境，以及及時的戰略轉型也都十分重要！

然而，促使後發國家發展成功的國內外條件，對於今天的絕大部分國家來說已不復存在。當

前的後發國家的工業化正面臨著全球性的能源危機和環境危機，出口市場競爭十分激烈，需

求約束十分嚴重，而且長期的殖民統治所造成的依附性產業結構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大

部分後發國家經歷過長期的殖民統治，造成了後發國家內部的進一步分裂，使同質化的社會

瓦解，在外部殖民的同時又形成了內部殖民，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國家獨立後，

它們的殖民遺產並沒有像韓國一樣遭到清算，各種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依然保留，殖民者退出

後的權利真空導致各種矛盾不斷爆發出來，各利益集團相互傾軋，過多的內耗損害了國家的

發展潛力，使個人利益，集團利益或部族利益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為了集團的短期利益而

損害了國家的長遠發展。另外，長期的殖民統治還造成了本土文化的瓦解，殖民主義者不僅

通過階層分割瓦解了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造成殖民地內部嚴重的衝突，而且通過其個人主

義與消費主義文化來消解後發國家的集體主義和勤奮精神，造成國民普遍的短期化行為和資

本積累的嚴重不足，削弱了其工業化的能力，更嚴重的是，西方意識形態造成的集體主義和

民族主義精神的瓦解，使後發國家難以形成國民凝集力，在民主法制不完備的情況下，文化

軟約束的消失就使政府完全失去約束，腐敗和尋租十分普遍，政府失靈十分嚴重，在這種背

景下，再盲目地模仿趕超模式，實行威權政治，必然導致雙重失靈，導致發展的失敗！

由於傳統的趕超戰略已不可模仿，如何防止雙重失靈便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問題，西方成

熟的宏觀調控加民主市場經濟雖然可以把雙重失靈發生的機會減到最少，但這是它們長期進

化的結果，後發國家難以模仿。在所有國家，市場失靈都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沒有一個

硬政府，市場失靈就難以糾正，因此，後發國家首先的問題應該是解決政府失靈問題。要減

少政府失靈，一種是制度建設，一種是文化建設，當然，兩種結合更好。但是，對於絕大部

分後發國家來說，這兩種手段都不具備。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的霸權下，

估計在長時間內，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還是世界價值觀的主流，而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

民族主義已幾乎成為一個貶義詞，國家主義也被不斷消解，這樣，想要再通過集體主義、民

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激情來提高民族凝集力，約束政府尋租已不可能，因此，要減少政府失

靈，唯一之途就是加強制度建設，通過民主憲政來約束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然後，再用這

個高效、廉潔的政府糾正市場失靈，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當然，這需要長期的過

程，在最優選擇傳統趕超戰略已不可行的情況下，民主憲政作為次優的選擇或許就是後發國

家最好的選擇，因此，對於今天的後發國家來說，威權政府已不再是趕超戰略的必要條件，

民主憲政才是其當前的最緊迫需要。

四 進一步完善民主法制，重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

應該說，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追隨東亞模式，取得今天這樣驕人的發展成就，威權政



治的作用不可忽視，在改革初期中國市場體系極端不完善的背景下，威權政府通過自己的宏

觀調控進行了比較有效的資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市場失靈，促進了經濟發展。威權

政治在中國開放的早期階段能取得這樣的成果，沒有出現大量的尋租，這是和毛澤東留下的

歷史遺產分不開的（巨額國有資產的分割對分配的緩衝作用十分重要）。毛則東時代雖然有

不少失誤，但正是這個時代，我們國家徹底的消滅了殖民地半殖民對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的

扭曲，形成了相對公平的社會，建立了相對完備的工業體系，使階層衝突減到最少，集體主

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意識空前高漲。在制度極其不完善的改革初期階段，這些有利的社

會資本有力的制約了尋租行為，保證了政府的相對廉潔、有效。然而，隨著市場經濟對集體

主義的瓦解，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激情的消退，文化、意識形態的軟約束越來越小，而民主

與法制建設的滯後又使硬約束跟不上，導致機會主義的氾濫，腐敗尋租的普遍化，政府失靈

與市場失靈相互交織，惡化了發展環境，加劇了社會衝突。針對這種日益拉美化的局面，國

內有兩種呼聲，一種是要求進一步集權，實行精英政治，讓精英控制尋租，另一種則要求逐

步實現民主憲政，對政府進行硬約束。應該說，當前的問題不是集權不夠的問題，而是權利

缺乏監督的問題，只要是人治，就存在尋租的可能，只有用權利來制約權利，用法制來限制

權力，才能約束官員的機會主義行為，更大的權利只可能導致更多的腐敗。

因此，當前中國最急迫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然而，對於政治體制

改革，國內一些既得利益階層總是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不斷加以阻撓，似乎改革就會破壞穩

定，政治改革和社會穩定是一對尖銳矛盾。實際上，任何有一些民族責任感的人都能看到，

當前中國政府失靈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不加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才真有可能導致社會的不穩

定！一方面，政府由於缺乏監督機制，人治問題普遍，導致腐敗嚴重、權利壟斷和行業壟斷

問題惡化、社會分配不均、機會不均等問題突出，快達到老百姓的承受極限，已嚴重地影響

社會穩定。另一方面，由於威權政治失去制度與文化的制約，造成嚴重的政府失靈，用失靈

的政府來糾正失靈的市場，已經造成政府與市場的雙重失靈，使宏觀調控難以實現，反而使

問題進一步激化，嚴重影響經濟的健康發展，導致醫改失敗、教改失敗、房改失敗、股改失

敗。只有加速政治體制改革，儘快建立民主憲政體制，才能減少政府失靈，糾正市場失靈，

為改革創造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為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改革的核心內容是民主與法

制，但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只注重法制建設，忽視了制度建設，避重就輕，這是不對的，民

主是法制的基礎，沒有民主，沒有監督，法制就失去它的效力，因此，在推進法制建設的時

候，我們更應該充實、完善民主，讓法制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雖然，改革開放後，我們的

政治改革也取得了很大進展，但基本上是打打周邊，核心問題分權與制衡基本沒有觸動！當

然，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還會受到各既得利益階層的阻撓，但是，主動的改革

總被被動的改革好，中國當前的嚴峻社會、經濟形勢要求精英階層必須以民族、國家利益為

重，放棄一己之私，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進一步推進民主與法制建設，否則，一味延誤下

去，將導致不可逆轉的嚴重後果！

另外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是經濟發展戰略選擇問題，主要體現在短視的市場換技術戰略和蘇

南模式式的開放上。市場換技術說白了就是被動的接受國際分工，被動的接受發達國家的產

業轉移。想用市場換來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那基本是不太可能，在當今社會，技術是企業

的生命，也是一個國家競爭力之所在，它決定了一個企業和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和貿易

利益分配，喪失了技術優勢，企業就喪失了自己的競爭力，我想，經歷過幾百年市場經濟歷

練的老外不會不知道這些道理。我們想要換技術的物件是國外那些大企業、跨國集團，很顯

然，它們之所以能做大，能長期壟斷市場，必然有長遠眼光，不會為短期利益所蒙蔽，否則

它們也不能做大，沒有技術就會喪失市場，而只要有技術，就可以佔領市場，因此，跨國公



司是不會真的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的，拿自己的核心技術來交換。因此，可以預見，我們在

喪失掉大量國內市場後，換來的多是別人的淘汰技術，並使自己的技術開發處於依附地位，

進一步喪失趕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國內市場的喪失，卻完全扼殺了民族企業的發展機

會，因為作為幼稚產業，民族企業需要一段時間的成長過程，需要一定規模的市場才能達到

規模經濟，具有競爭力，才能有資本積累進行技術開發，贏得持續發展的能力。然而，過快

的、過廣地開放國內市場，使幼稚的民族企業喪失成長的機會，市場佔有率不斷萎縮，規模

經濟難以形成，利潤不斷減少，技術開發缺乏資金，導致競爭力的進一步衰退，最終，或破

產，或被跨國集團吞併。市場換技術的結果使中國進一步喪失自主技術開發能力，而喪失技

術能力就會進一步失去市場，只能被動的接受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處於產業鏈的低端，辛苦

的「為世界打工」！

對於新蘇南模式，國內批評者有之，讚揚者有之，就我看來，這依然是靜態的比較優勢論分

工論使然。雖然，蘇州的人均GDP已居長三角第一，然而，在高產值的背後，是蘇州人均收入

一直處於溫州、台州、紹興之後，要知道，蘇州被稱為世界第六大矽穀，而溫台地區不過生

產傳統的小商品而已！那麼，是甚麼原因使生產大量現代產品的蘇州人均收入並不比生產紐

扣的溫州人高呢？答案只有一個：蘇州的組裝工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處於技術鏈低端！

只要蘇州工業一直處於產業技術的低端，處於弗農的產品生命週期理論的第三階段，它就永

遠處於不利的分配地位！

因此，認為靠市場換技術或引進外資這種被動的產業轉移就可以改變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不

利地位的，改變中國在貿易利益分配中的的不利地位是不對的。要實現趕超式的發展，我們

就必須放棄短期的資源配置觀，樹立長期的效率觀，依靠主動的產業政策來提高中國民族企

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不斷獲得動態的比較優勢。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只有擺脫新自由主義模式和東亞模式的的束縛，解放思想，實事求

是地依據自己的實際國情來制定適合自己的發展戰略，摒除對威權政治和自由貿易的迷信，

儘快建立民主憲政體制，在減少政府失靈的基礎上，實行積極的產業政策，不斷的創造動態

的比較優勢，才能真正的實現強國之夢！！

參考資料

楊小凱：〈經濟發展中的後發優勢與劣勢〉（2000），載新浪網：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1023/15521102730.shtml。

林毅夫：〈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2002），載

http://news.163.com/40715/9/0RAQCQKD00011211.html。

王文龍：〈後發劣勢：對後發國家發展戰略的深層思考〉，《經濟問題》 2007年第4期。

 

王文龍 湖北紅安人，河海大學商學院在讀博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五期 2007年8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五期（2007年8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

絡作者獲得許可。


	本地磁碟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